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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究云南边境地区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特征，阐明影响其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而为推动边境地

区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方法］ 基于土地利用数据，通过构建景观格局指数评估景观生态风

险，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了云南边境地区的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的驱动力。  ［结果］ （1） 研究区主要景观生态风险类型

为中低风险和低风险，两者之和面积占比在 60% 以上，高风险占比在 2% 左右，高风险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和西北

部。低风险和中高风险变化较显著，低风险区减少 5 881.10 km2，中高风险区增加 6 055.61 km2。（2） 80% 以上区域风

险等级保持不变，风险等级降低的区域面积有 11 450.90 km2，风险等级升高的区域有 33 877.94 km2。（3） 景观生态风

险变化主要受人为干扰度、GDP 密度、夜间灯光和年均降水量等因子的影响，人为干扰度同其他因子交互作用对景观

生态风险变化影响较显著。  ［结论］ 云南边境地区景观生态风险等级整体上升，应加强风险防范和治理，降低人为干

扰的影响，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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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orce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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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s in the Yunnan border area， and to clarify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evolution，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border area. ［Methods］ Based on land use data，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was evaluated by constructing 
the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and the driving forces of changes in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in the Yunnan border 
area were explored using the geographic detector method. ［Results］ （1） The main type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s in the study area were low to medium risk and low risk. The combined area of the two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60%， and the proportion of high risk was about 2%. The high-risk region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eastern and northwestern parts of the study area. The changes in low-risk and medium-high-risk areas were 
relatively significant. The low-risk area decreased by 5 881.10 km2， while the medium-high-risk area increased by 
6 055.61 km2. （2） More than 80% of the regional risk levels remained unchanged. The area with a reduced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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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was 11 450.90 km2， and the area with an increased risk level was 33 877.94 km2. （3） The degree of human 
disturbance， GDP density， nighttime lighting， and the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we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egree of human disturbance and other factor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hanges 
in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Conclusion］ The overall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level in the Yunnan border area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risk prevention and governance， reduce the impact of 
human interference， an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Keywords：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land us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geodetector； border area

土地是人类生产生活的载体，承担着人类的一

切社会经济活动［1］。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为更好地

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加强了对土地的利用开发，由

土地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受到由人类活

动带来的压力，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日

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对人类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

成重要影响，保护生态环境与维护生态安全成为全

球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是人

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2］。

景观不仅包含了土地本身，还涵盖了土地上的

植被、水体、建筑物和道路等各种自然和人为要素［3］。

20 世纪 70 年代，就有许多学者基于景观进行生态风

险研究分析，为景观生态风险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4］。而以景观格局为基础进行的生态风险

研究能较好地反映出区域生态过程与空间格局的联

系［5］，因此景观生态风险评价被广泛应用在衡量自然

和人为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安全性等方面的

研究［6］。国外对生态风险的研究起步较早，最早是基

于微观视角进行的生态风险研究，如分析化学污染物

在环境中对人体的伤害［7］，基于 SOM 和 PMF 分析达

卡地区土壤因重金属污染而产生的生态风险等研

究［8］。国内对景观生态风险的研究主要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对景观生态风险的研究

趋向于多元化方向发展，研究尺度涉及行政区［9］、生

态保护区［10］、湖泊流域等［11］；研究方法主要有景观格

局指数法［12］、“源-汇”理论［13］等评价框架。综上，当前

景观生态研究趋势表现为多学科的融合，研究重心转

向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关联，注重生态安全格局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未来需进一步基于区域特

色，整合自然-社会耦合系统视角，探索跨尺度动态模

拟与适应性管理。一方面，云南边境地区是我国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区和统筹资源安全

利用的关键区，是集多元化文化和自然资源于一体的

复杂的自然-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典型代表区域［14］，

对边境地区开展景观生态风险研究对于缓解人地矛

盾、维持景观生态系统的稳定、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和

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云南边境

地区作为生物多样性热点、生态脆弱和贫困地区交

互重叠区域，从社会经济和自然两方面探索影响区

域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的驱动因子，为边境地区生态

修复、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以及优化自然保护区布

局等提供科学的建议，实现边境地区生态保护和经

济发展协调发展，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生态安全是维持国土空间稳定和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随着人类需求的增加，土地开发利用持续

增强，对区域生态安全带来较大冲击［15］。云南边境

地区是我国西南重要生态屏障区，同时作为共建“一

带一路”和“桥头堡”建设的关键交汇点，其生态安全

稳定对于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16］。

1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云南边境地区包含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下

简称文山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红

河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西双

版纳州）、临沧市、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德宏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怒

江州）8 个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市级行政区，位

于我国西南部，高程范围为 83~4 946 m，陆地边境线

长约 4 060 km，国土面积占云南省的 50.9%，该地区

GDP 占比约为全省的 30%，边境贸易繁荣，主要出口

农产品，依托“云茶”“云花”“云药”和“云咖”等特色

产业，边境地区种植养殖产业持续优化；同时，旅游

和开放驱动区域经济发展。云南边境地区多为山

地，地形复杂，以林地、草地和耕地为主，包含少量的

水域、建设用地和裸地，区域气候复杂多样，兼具季

风气候、低纬气候和高原气候特征，全域大部分区域

无霜期较长，因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呈现出多样的立

体气候，充沛的光温水热条件和肥沃多样的土壤等

优越的自然条件，赋予了农业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

云南省边境地区主要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其生态环

境优越，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

的生态屏障；研究区植被茂盛，生物多样性丰富，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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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不断加强，生态脆弱性与生态保护复杂性相互

交织，云南边境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日

益突出，推进区域生态保护对实现边境地区社会经

济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

1.2　数据来源

云南省边境地区行政边界数据来自标准地图服

务系统〔GS（2019）1822 号〕，土地利用数据的主要来

自中国科学院（https：∥www.resdc.cn）2000—2020 年

公布的 5 期数据，参考现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

（GB/T 21010—2017）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分

类；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数据分别为 2000 年、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 2020 年共 5 期数据，其中，

高程和坡度数据主要由地理空间数据云 GDEMV3
提 供（https：∥www. gscloud. cn），分 辨 率 为 30 m；

NDVI和 GDP密度数据来源于资源环境科学数据平台

（https：∥www.resdc.cn），NDVI分辨率为 250 m，GDP
密度分辨率为 1 km；人口密度数据来源于 Worldpop
（https：∥www.worldpop.org），分辨率为 1 km；年均降

水量和年均气温主要由国家气象科学数据服务中心

（http：∥data.cma.cn），分辨率均为 1 km；夜间灯光数

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
geodata.cn/data），分辨率为 500 m。

1.3　研究方法

1.3.1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　

（1） 风险评价小区建立。根据相关学者关于景观

生态学的研究表明，景观评价样本应为斑块平均面积

的 2~5 倍［17］，云南省边境地区面积约为 195 000 km2，

斑块平均面积范围为 95.08~5 672.07 km2，因此基于

区域实际情况，利用 ArcGIS 10.2 创建风险 10 km×
10 km评价小区，最终得到 2 236个评价小区。

（2） 景观格局指数选取。景观格局指数是指景

观生态系统在结构、功能以及其他方面的多样性，反

映景观类型的丰富度和复杂度［18］。

① 景观破碎度指数（Pi）：反映景观斑块的数量增

减、形状规则度以及斑块间的连接性。

Pi = ni /A i （1）
② 景观分离度指数（Ki）：反映区域内某一景观

类型的斑块异质性水平。

Ki = 1
2 × A

A i

ni

A i
（2）

③ 景观优势度指数（Ti）：反映景观类型在区域

内的综合优势程度。

Ti = Si + U i

4 + Li

2 （3）

④ 景观干扰度指数（Gi）：反映景观类型在受到

外部干扰时的程度，干扰度越大，生态风险越大。

Gi = aPi + bKi + cTi （4）
⑤ 景观脆弱度指数（Wi）：反映当景观生态系统

面临外部干扰时的敏感性程度和恢复能力。根据相

关研究［19-20］，建设用地=1，林地=2，草地=3，耕地=
4，水域=5，其他土地=6。

⑥ 景观损失度指数（Di）：综合景观脆弱度和干

扰度指数，综合反映景观类型受外界干扰时景观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恢复能力。

Di = Gi × W i （5）
⑦ 基于景观格局指数，通过“生态损失×风险概

率 ”计 算 泾 河 流 域 生 态 风 险 指 数（Ecological Risk 
Index， ERI）［21］：

ERI = ∑
i = 1

n A i

A
× Di （6）

式中：ni为 i 类景观类型的数量；Ai为 i 类景观的面积

（km2）；A 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小区的总面积（km2）；

Si为景观类型 i样方占总样方比例；Ui为景观类型 i的
斑块数占总斑块数的比例；Li为景观类型 i 占总面积

比例；a，b，c 为权重值，分别赋值 0.5，0.3，0.2；ERI 为
生态风险指数。

1.3.2　地理探测器模型　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对生

态系统与风险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22］，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较好地反映景观类型空间布局模式与环

境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中因

子探测模型分析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异性和各驱

动因子的解释力［23］，主要使用单因子探测和因子交

互探测，分析云南省边境地区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

变及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帮助识别出影响研究

区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

（1） 单因子探测模型。主要用于探测变量的空

间分层异质性，评估影响因子对变量因子的解释力

程度。具体模型及公式如下：

q = 1 - SSW
SST × N - L

N - 1 （7）

式中：SSW 为层内方差之和；SST 为全区总方差；N
为样本总数；L 为分层数；q 的取值范围为（0，1］，q 值

越大则表示影响因子对变量的空间分异解释力越

强，反之则越小。

（2） 因子交互探测模型。主要用于探测不同因

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较好地量化分

析不同因子之间交互作用对研究现象的空间分布格

局的影响，旨在通过交互探测，可以全面地、系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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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不同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变化的影响机制，为维

护生态安全制定合理、科学和可行的措施提供依据，

促进生态系统朝着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因子交互

作用主要有非线性减弱、单因子非线性减弱、双因子

增强、非线性增强和相互独立。

（3） 影响因子的分类。高程采用分位数法，分为

7 类；植被覆盖率采用分位数法，分为 4 类；年均降水

量、夜间灯光和人为干扰度采用自然断点法，分为 9
类；年均气温采用分位数法，分为 6 类；GDP 密度采

用分位数法，分为 6 类；人口密度采用 1/2 标准差分

类法，分为 6 类。

（4） 人为干扰度。人为干扰度是反映人类活动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强度，其计算通常基于与人类活

动相关的指标，如土地利用变化、建筑物密度和工业

活动等［24］。基于景观类型面积计算人为干扰度，具

体公式及含义如下：

H =
∑
i = 1

n

Gi × A i

A
（8）

式中：H 为评价单元的人为干扰度；Gi为 i类景观类型

的干扰度值；Ai为 i 类景观类型的面积（km2）；A 为景

观生态风险管理小区的总面积（km2）。

2　结果与分析

2.1　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变化分析

2.1.1　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布特征　利用 fragstats
软件并根据景观生态风险的相关公式进行 ERI 的计

算，并采用自然断点法对景观生态风险值进行分类，

利用 ArcGIS 10.2 将景观生态风险值进行风险评价小

区的链接，为更美观地展示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值的

空间变化特征，采用克里金插值法将景观生态风险值

进行插值计算划分为低风险、中低风险、中风险、中高

风险和高风险 5种风险类型（表 1和图 1）。根据表 1可

知，研究区中低风险区占比在 30% 以上，低风险区占

比在 30% 左右，中风险区占比在 25% 左右，中高风险

占比在 10% 左右，高风险面积较小，占比在 2% 左右。

2000—2020 年低等级风险面积呈减少趋势，其中低

风险面积呈单调递减趋势，整体上减少 5 881.10 km2；

中低风险则为先增后减，整体为减少，研究期间共减

少 3 035.79 km2；中风险和中高风险面积表现为先增

后减再增趋势，整体上呈增加趋势，20 年中风险共增

加 1 240.63 km2，中高风险共增加 6 055.61 km2，是研

究区风险面积增加最多的风险类型；高风险面积占比

则呈单调递增趋势，整体上共增加 1 620.36 km2。

从空间分布看（图 1），中低风险主要分布在研究

区中部和西北部，在西双版纳州、普洱市和怒江州呈

集中连片分布；中风险和较高风险主要分布在文山

州、临沧市、保山市和德宏州；高风险主要分布在红

河州、文山州、保山市城区和怒江州西部区域，呈逐

年增加趋势。

2.1.2　景观生态风险等级时空变化分析　为更好了

解云南省边境地区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变化趋势，计算

景观生态风险变化趋势表并制作变化图，见表 2 和图

2。2000—2005 年研究区 98.29% 的区域未发生风险

等级变化，可以看出云南省边境地区生态风险较为稳

定；发生风险等级变化的面积有 3 340.91 km2，占总面

表 1　云南省边境地区景观生态风险等级面积结构

Table 1　Area structure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levels in Yunnan border area

类型

低

中低

中

中高

高

2000 年

面积/km2

62796.51

63463.08

47922.21

17267.02

3866.89

占比/%

32.15

32.49

24.54

8.84

1.98

2005 年

面积/km2

61637.94

63787.08

48393.72

17588.22

3908.75

占比/%

31.56

32.66

24.78

9.00

2.00

2010 年

面积/km2

61551.81

65757.36

47233.30

16343.76

4429.50

占比/%

31.51

33.67

24.18

8.37

2.27

2015 年

面积/km2

59437.57

63477.25

47212.30

19964.63

5223.94

占比/%

30.43

32.50

24.17

10.22

2.68

2020 年

面积/km2

56915.41

60427.30

49162.85

23322.63

5487.25

占比/%

29.14

30.94

25.17

11.94

2.81

图 1　云南边境地区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布

Fig. 1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s in Yunnan borde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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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不足 2%；风险等级升高面积高于风险等级降低面

积，风险等级变化区域零散分布在研究区内，空间变化

不显著。2005—2010年 84.61% 的区域未发生风险等

级变化，同上一时期相比，风险等级变化面积占比增

加，但总的变化面积少于上一时期；该时期风险等级升

高面积低于上一时期，主要分布在文山州、红河州、德

宏州北部和保山市以及临沧市；风险等级降低面积则

高于上一时期，主要发生在西双版州纳勐海县往西北

怒江方向，整体上看该时期生态系统呈改善发展。

2010—2015年生态环境较上一时期呈恶化状态，主要

表现在风险等级升高面积大于风险等级降低面积，风

险等级升高区域主要发生在普洱市糯扎渡水电站水库

区域和临沧市凤庆县与保山市昌宁县相接处小湾电站

水库区域。2015—2020年研究区 91.07% 的区域风险

等级较为稳定，风险等级升高面积持续高于风险等级

降低区域面积。2000—2020 年研究区大部分区域风

险等级较为稳定，但生态系统面临较大威胁，主要表现

在风险等级升高区域面积远远高于风险等级降低区域

的面积。整体上看，云南省边境地区风险等级升高区

域主要发生在怒江州北部生态环境脆弱和普洱市、保

山市、临沧市等人为活动程度较强区域；在西双版纳州

东部、普洱市东中部以及怒江州中部等区域，风险等级

较低且风险等级较为稳定，原因是该区域主要植被类

型为林地和草地，生态环境较好。此外，根据变化情况

看，水库周围是风险等级变化的主要区域，水库具有重

要的储存和调节，作为重要的水域生态系统，其生态保

护对于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平衡至关重要，应

加强对水库周围环境的生态保护。

2.2　景观生态风险驱动力分析

为更好了解区域景观生态风险的影响因素，根

据云南省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相关研究，选取自

然和社会经济两类因素共 8 个指标进行分析，自然因

素有高程（X1）、NDVI（X2）、年均降水量（X3）、年均气

温（X4）；社会经济因素有 GDP 密度（X5）、人口密度

（X6）、夜间灯光（X7）、人为干扰度（X8）。

2.2.1　单因子探测　根据单因子探测结果看（表 3），
自然因素中年均降水量对云南省边境地区景观生态

风险的影响最大，其贡献率分别为 10.69%，11.79%，

9.48%，16.53%，11.57%，整体上呈上升趋势；社会经

济因素中人为干扰度的影响力最大，年均贡献度在

30% 以上，2000 年贡献度最高，其贡献度占比为

39.25%。从整体贡献率看，社会经济因素的总贡献

率高于自然因素的总贡献率，与 2000 年相比，2020 年

自然因素贡献度均有所增加。除 2015 年，研究区景

观生态风险的贡献率排名前 3 的均是人为干扰度、

GDP 密度和夜间灯光，2015 年，排名前 3 的影响因子

分别是人为干扰度、GDP 密度和年均降水量。自然

生态系统本身较为复杂，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

关联，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

的干扰加强，如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和经济活动的

加强等，导致生态环境面临威胁，在此情况下，人类

更加注重自然生态环境保护。

2.2.2　因子交互探测　因子交互探测可以探测出不

同风险因子之间相互作用时对研究对象的影响，通过

因子交互探测可以识别出关键影响因子的组合。根

据因子交互探测结果（图 3）可知，2000 年因子交互探

测值前三的是人为干扰度 X8∩GDP 密度 X5（0.353 4）、
人为干扰度 X8∩年均降水量 X3（0.340 1）和人为干扰

表 2　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变化趋势面积

Table 2　Area of change trends in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levels in study area

类型

不变

降低

升高

2000—2005 年

面积/km2

191974.54
471.46

2869.45

占比%
98.29

0.24
1.47

2005—2010 年

面积/km2

165263.16
14837.95
15213.95

占比%
84.61

7.60
7.79

2010—2015 年

面积/km2

179848.42
2342.62

13124.07

占比%
92.08

1.20
6.72

2015—2020 年

面积/km2

177859.64
2641.95

14813.45

占比%
91.07

1.35
7.58

2000—2020 年

面积/km2

149985.88
11450.90
33877.94

占比%
76.79

5.86
17.35

图 2 云南省边境地区景观生态风险变化

Fig. 2 Changes in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in Yunnan borde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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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X8∩高程 X1（0.312 9），人为干扰度同高程、年均温

度等的交互作用影响着研究区的景观生态风险值的

变化，而人为干扰度同社会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则

加剧了区域景观生态风险的变化。2005年，从交互结

果看，人为干扰度同其他因子交互值均呈上升趋势，

交互探测值前三的是人为干扰度 X8∩GDP 密度 X5

（0.357 1）、人为干扰度 X8∩年均降水量 X3（0.365 6）和
人为干扰度 X8∩人口密度 X6（0.324 7）。2010年的主要

驱动因子为人为干扰度 X8∩GDP 密度 X5（0.344 3）、人
为干扰度 X8∩年均降水量 X3（0.317 6）、人为干扰度

X8∩年均气温 X4（0.286 5）。2015 年人为干扰度 X8∩
GDP 密度 X5（0.352 3）、人为干扰度 X8∩年均降水量

X3（0.351 5）和人为干扰度 X8∩夜间灯光 X7（0.338 7）
位列前 3，同时，GDP 密度（X5）同自然因素的交互作

用也在增强。2020 年因子交互作用前 3 分别为人为

干扰度 X8∩年均降水量 X3（0.324 5）、人为干扰度 X8∩
夜间灯光 X7（0.320 2）、人为干扰度 X8∩GDP 密度 X5

（0.310 1）。综上，人为干扰度同其他影响因素相互

作用是影响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的主要原因；

2000—2020年自然因素交互作用中，除高程 X1同年均

降水量 X3交互值有所下降之外，其他自然因素之间交

互作用增强，人为干扰度同其他因素交互作用解释力

整体上呈下降趋势，除个别因素交互作用降低外，各因

子间交互作用解释力均有所增强。

3　讨  论
3.1　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原因分析

中低风险是云南省边境地区的主要景观生态风

险类型，面积占比保持在 30% 以上，低等级风险面积

整体上呈下降趋势；高风险面积占比最少，整体上面

积呈增加趋势。从空间上看，低风险和中低风险集中

分布在西双版纳州、怒江州中部和普洱市等区域，低

风险呈聚集分布，在西双版纳州和普洱市等区域，因

区域经济发展特色，该区域多种植橡胶树、咖啡树和

茶树等多年生林木，区域主要植被类型为林地和草

地，具有森林覆盖率较高、生态环境较好等特点，杜佳

衡等［19］指出林草植被覆盖率较高的区域生境质量较

好，生态系统较稳定，因此区域生态风险较低；而怒江

州福贡县因受其地形地貌的影响，多为高山峡谷，区

域土地利用难度大，加之福贡县内有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其保护面积高达 280 km2，该区域还处于“三江并

流”世界遗产地，随着环保意识的深入，当地居民积极

投身到生态保护的行动中，为区域生态环境的持续向

好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高等级风险呈现扩张连接

趋势，主要发生在文山州和临沧市，这些区域主要景

观类型为耕地和建设用地，景观破碎度较高，人为活

动干扰较强，周慧园等［25］也指出人类活动是加剧景观

生态风险等级升高的主要原因。风险等级升高区域

在普洱市糯扎渡水电站水库、临沧市与保山市北部小

湾电站水库区域集中分布，该区域具有水资源、物种

多样性丰富以及交通较为便捷等特点，人类活动较为

剧烈，景观脆弱度指数较高，因此导致区域景观生态

风险等级较高，刘可暄等［21］关于密云水库的研究也印

证了水源保护区附近由于景观脆弱度较高导致景观

生态风险值较高，水域周围是生活用地的主要区域，

是景观生态风险恶化的主要发生地［26］。

3.2　景观生态风险驱动因素分析

（1） 从单因子探测结果看，云南省边境地区的景

观生态风险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且社会经济

因素中人为干扰对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的变化起主

导作用，这与杜华栋等［23］研究结果相佐证。自然因

素中，研究区自然因素的各项指标的贡献率整体呈

增加趋势，其中，年均降水量是影响研究区景观生态

风险变化的主要自然因素，张师赫等［27］认为适宜的

降水条件能积极地影响区域生态环境的质量，云南

省边境地区的降水情况具有较显著的地域和季节差

异，南部和西部降水较多，靠近哀牢山区域局部则呈

现干热河谷气候，研究区降水量时空分布不均，对植

被生长、河流水文特征、局部小气候调节以及土壤质

地造成较大的影响，进而通过影响区域景观格局的

分布，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间接影响区域生

态系统的稳定。社会经济因素中，人为干扰度贡献

率较高，人为干扰度能较好地反映区域人为活动对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28］，高强度的人为干扰，

如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农业开垦、修建水坝和生态保

护政策的实施等［29］，将原本连续的自然景观进行分

割，改变景观的组成，干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

环，降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增加景观生态风险。

表 3　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驱动因素单因子贡献度

Table 3　Single-factor con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driving factors in study area %  

类别

自然因素

社会经济

因素

影响因

子代码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贡献度

2000 年

2.10
3.89

10.69
5.39

19.60
6.93

12.15
39.25

2005 年

1.87
5.12

11.79
4.38

17.95
11.54
13.30
34.05

2010 年

2.25
6.77
9.48
5.15

21.12
9.36

11.63
34.24

2015 年

2.03
5.62

16.53
5.10

21.68
4.69

14.49
29.86

2020 年

2.88
6.47

11.57
6.52

20.94
5.97

14.94
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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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双因子探测结果看，探测结果为双因子增

强和非线性增强，表明两个因子共同作用时对因变

量的解释力大于各自单独作用时的解释力。从因子

交互结果，人为干扰度同其他影响因子相互作用对

云南省边境地区景观生态风险影响结果最显著，

GDP 密度和年均降水量、夜间灯光相互作用也是影

响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30］，随

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土地

被应用于工业、商业和居住等，改变景观格局的同时

加剧了区域景观的破碎化程度，高强度的人类活动

和资源的过度开发，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的同时，使

得矿资源、水资源和土壤资源被过度使用和污染，自

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导致风险不断累积和扩

大。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年均降水量会通

过影响土地的适宜性和植被的生长，进而影响景观

的类型和分布，使区域经济生产结构也产生相应的

变化，GDP 密度和年均降水量、夜间灯光的相互作用

就可能使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更加复杂，进一步加

剧景观生态风险。从综合结果看，除人为干扰度同

其他因子交互作用较强之外，人为干扰度同其他因

子交互作用在减弱，大部分社会经济因子同其他因

子交互作用强于自然因子间交互作用。研究表明云

南省边境地区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受社会经济

因素的主导，因此在边境地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中，

要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推进云南省作为生

态文明排头兵任务的建设，巩固边境地区生态屏障

的建设，为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结  论
（1） 研究区主要景观生态风险类型是中低风险。

低等级风险面积整体上呈缩减趋势，中高等级风险

整体上扩张趋势。景观生态风险等级较高区域主要

分布在怒江州北部自然生态环境较脆弱区域、文山

州和红河州地势较平坦区域以及各地市州经济较发

达区域，低等级风险主要分布在怒江州中部、普洱和

西双版纳林木覆盖率较高区域，低等级风险区主要

以林地和草地为主，自然生态环境较好，应防止低等

级风险向高等级风险转移。

（2） 研究区大部分区域未发生风险等级变化。

风险等级升高区域的面积持续大于风险等级降低的

面积，整体景观生态风险呈现恶化状态，研究区景观

生态风险升高区域主要在糯扎渡水电站水库和小湾

电站水库区域，水域附近受人为活动干扰较强，景观

脆弱度较高，因此应注意水域周围的生态环境保护。

（3） 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中人为干扰度和

图 3　云南省边境地区景观生态风险驱动因子

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Fig 3　Results of interaction detec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driving factors in Yunnan borde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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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降水量是影响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的主导

因子，人为干扰度同其他因子交互作用是景观生态

风险变化的主要原因。研究期间，人为干扰度同其

他因子交互作用在减弱，其他大部分社会经济影响

因子的驱动力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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